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探討
許金田、徐木蘭、陳必碩(2002)以整合性的觀點探討將企業倫理融入公司治理，開創以整合性觀點探討的先河。陳冠政(2007a,2007b)以及Chen (2008a,2008b)更進一步以整合性的觀點解釋我國以及東南亞華人企業經營弊端。他開創了以白領犯罪、企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及華人企業經營特色之整合性觀點來詮釋華人企業之貪腐現象。建構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案擬採學者陳冠政觀點進行文獻回顧。
第一節  白領犯罪、經濟犯罪、公司犯罪與職業犯罪
不同學者對於白領犯罪有不同定義，且其犯罪類型，小從公司職員侵占公款，大至跨國企業之違法傾銷、傾倒有毒廢棄物之行為、企業的五鬼搬運掏空公司資產、內線交易以及賄賂或不當政商關係都是白領犯罪行為。再者其犯罪類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要將每一種的白領犯罪行為分門別類，實屬不易。因此針對國內外學者對不同類型的白領犯罪的定義及分類方式以及文獻之探討，藉以釐清企業貪腐之犯罪行為觀念。
根據 Sutherland（1949）的定義：「白領犯罪為一個擁有受人尊敬和高社會地位的人，在其職業過程中，所從事的犯罪行為。」即白領犯罪的行為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犯罪人是高社經地位或受社會尊敬者；第二，犯罪手段必須是利用其合法的職業活動來進行。而僅符合其中任一條件，並不能算是白領犯罪的研究範圍（周愫嫻，2001）。由於犯罪人通常具有較高社經地位，且其所從事的也都是專業領域內之犯罪，故一般社會大眾及司法機關通常難以察覺。故只要犯罪人具備以上兩個要件，即該當白領犯罪之行為，其可說是將所有可能的白領犯罪行為皆一網打盡，為此類犯罪的最上位概念。雖然Sutherland為白領犯罪的定義開了先河，但卻也為後世近50年的困擾揭開了序幕。學者周愫嫻（2001）指出定義白領犯罪的困擾有四：
一、「犯罪行為」與「犯罪行為人」混合
如前所述，「高社會地位的行為人」及「職業上的犯罪行為」是白領犯罪的兩個必要條件，但混合「犯罪行為」和「犯罪行為人」卻是造成爭議的來源之一。
二、理論與研究不符
Sutherland 的定義和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內容並不相符，其所定義的研究單位是個人，但實證研究單位卻是公司。他沒有澄清這個疑問，以致於後來的研究者 也無法精確的掌握當中的意涵。
三、犯罪學與法律觀點的矛盾
如果對於公司從事違法行為卻未觸及刑事法的案件，也被界定為白領犯罪的 話，那麼造成的結果將是定義過度擴張，最後終將瓦解白領犯罪的概念。
四、原始概念過於簡化，衍生概念不互斥
Sutherland 除了未清楚的說明犯罪主體之外，也未在犯罪的目的、手段上有特別的著墨，致後來的研究者自行衍生了許多白領犯罪的次概念，而這些次概念並未經過 Sutherland 的認可，所以很難獲得一致的結果。最嚴重的是次概念互相獨立發展出來，卻不具有互斥性，以致無法完全相容於白領犯罪這個母體下。
國內法律學者林山田（1979）同意 Sutherland 的看法，但其認為白領犯罪為：「受社會所尊重及具有崇高的社會與經濟地位者，在其職業活動中謀取不法利益而破壞法的行為。」其將白領犯罪限縮於破壞刑法的行為。
根據Coleman（1985）的定義：「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原本受人尊敬和合法的職業或財經活動中，違反法律的行為。」犯罪學者許春金將白領犯罪分為兩大類 型：一為由單獨個人所從事的職業上的犯罪行為（Occupational Crime）；另一則為由一群人共同犯下的公司犯罪行為（Corporate  Crime）。職業上的犯罪行為是個人在受人尊敬之行業活動中違反法律的行為、並無團體或雇主的支持。而公司犯罪或機構犯罪（Organizational  Crime）則有整個機構運作規範（Operational norms）的支持，藉違法行為以促進整個公司或機構的利益（許春金，2003）。
國內學者孟維德（2001）則進一步將白領犯罪分為以下五種：
一、公司犯罪
公司管理者或員工為增進公司（及個人）利益所從事的非法或損害行為。其形式包括公司暴力（corporate  violence）、公司竊取（corporate：theft）、公司違法操縱金融、公司違法干涉或腐化政治等。
二、職業上的犯罪
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在合法、受人尊敬的職業脈絡中所從事的非法或損害行為。其形式包括：零售業的犯罪（retail crime）、服務業的犯罪（service crime）、專業人士的犯罪以及員工犯罪等。
三、政府犯罪
是一種同源形式（ cognate form）的白領犯罪-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所實施的非法或損害行為。其形式包括犯罪的國家機關、政府性的組織犯罪（state－organized crime）以及政治性的白領犯罪等。
四、混合型白領犯罪
是政府犯罪與公司犯罪的綜合體，以及公司犯罪與職業犯罪的綜合體。主要形式包括政府性的公司犯罪（state－corporate crime）、金融犯罪以及科技犯罪。所謂金融犯罪，特別是指發生在金融領域（從銀行業到證券市場等）的犯罪活動。科技犯罪則是指涉及電腦及其他高科技的白領犯罪。
五、殘餘型白領犯罪
屬於較為邊緣的白領犯罪類型，包括組織 - 白領結合型犯罪、常業- 白領結合型犯罪、以及業餘型白領犯罪。所謂組織 - 白領結合型犯罪，是指涉及組織犯罪及合法商業活動的合作性企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活動；所謂常業- 白領結合型犯罪，則是假藉合法商業活動之外貌所從事的詐騙活動；業餘型白領犯罪，則是指白領工作者在其機構或職業脈絡之外所從事的違法行為，如逃避所得稅、保險詐欺、貸款與信用詐欺、逃漏關稅及購買贓物等。
英國學者 Kramer（1984）提出英國公司犯罪的概念：「吾人應將公司犯罪的概念著眼在該行為是故意或可歸責疏忽決策下的結果，而作出決策的人，通常位居組織結構中重要的位置，如主管或經理人。這些決策的考量點都以組織為準- 依據規範的目標（純粹是公司利益）、標準的作業程序及組織的文化。」
Slapper 和 Tombs（1999）依據Kramer 的定義進一步解釋：「公司犯罪包含任何被國家懲罰的犯罪行為，不論是行政法、民法或刑法都包括在內。」Kramer 的定義避免了「被禁止的行為」和「有罪的心智」的爭辯。Slapper 和 Tombs 認為只重視不法的「行為」或「意圖」是不恰當的，因為行為和意圖都是只有自然人才能為之，因此，Kramer 的定義將主觀和客觀的概念都包含進來。因此，公司犯罪從被認為是「人的問題」轉變成是「結構的問題」。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公司犯罪」定義為公司管理者或員工為公司（及個人）利益所從事的非法行為。
有別於白領犯罪，「經濟犯罪」係指個人利用其優越的社經地位，從事危害社會經濟秩序，而圖利自己之行為。故該犯罪僅限於犯罪人為個人私利，所從事之破壞經濟秩序之行為。另外，在我國法務部頒定的「經濟犯罪之罪名及範圍認定標準」
中所提到的「經濟犯罪」，其內容如下：
下列各款犯罪，依被害人數或金額，列為經濟犯罪：
（一）冒貸詐欺、投資詐欺、破產詐欺；利用國貿、海運、惡性倒閉、票據、保 險、訴訟詐欺及其他重大詐欺犯罪。
（二）公務侵占或業務侵占。
（三）重利罪。
（四）其他違犯經濟管制法令之犯罪。」 該定義僅以違犯罪名為標準，輔以犯罪情節之重大與否來認定，純粹係為了調查作業方便而定，因此可作為本研究企業貪腐之參考。
「公司犯罪」則指公司的決策者為了公司的利益，所為之犯罪行為。該犯罪 行為不僅可能會危害國家的金融體制，嚴重者還會侵害人民的身體健康或生命安 全。此兩種犯罪在定義上雖說有明確的區分標準，然實際上要將之絕對的一分為 二，卻是非常的困難，尤其是在涉及金融犯罪時更是如此。如國內所發生一連串的重大金融風暴，涉案的公司負責人或是經理人，要說他們是為了自己利益或是公司利益而犯案，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後者，甚至兩者皆是，因為公司和個人都可能同時因為犯罪行為而獲利，故兩者有如連體雙胞胎一般，血肉相連，無從分割。國內目前著重的焦點還是放在對金融秩序有重大影響的經濟案件，並將之通稱為經濟犯罪，實則其應內含了純為公司利益的公司犯罪案件，原因之一是社會大眾對一般公司犯罪並不太重視，另外也是因為國內企業發展的規模未如國外的龐大，其犯罪情節相較之下，顯得並未如安隆案受國際之重視。
職業犯罪亦是犯罪人為個人私利，利用其職業地位所從事之犯罪行為。其與經濟犯罪案件之不同點在於經濟犯罪會破壞經濟秩序，而職業犯罪則不一定。職業犯罪之重點觀念在於犯罪人違背社會大眾對其職業地位之信任，而為違法行為，嚴重影響社會信任關係，其所懲罰的是犯罪人違背其職務上所應遵守的信託關係。
綜合前述本研究將企業貪腐犯罪行為的意涵包含了白領犯罪、公司犯罪、職業犯罪、經濟犯罪如圖2-1所示。


圖2-1  企業貪腐犯罪行為概念圖
第二節  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是組織中引導決策和行為的指導原則。策略領導者必須確保高的道德原則被採納和實行。企業若是重視企業倫理的實踐，則必須擁有能夠將道德常規納入企業的願景中，想要做對的事，以及重視誠實、信任與正直的策略領導者（Ireland & Hitt, 1999）。展現出上述特質的策略領導者，可以鼓舞員工發展和支持具有道德的企業文化。蔡蒔菁（2000）認為企業倫理是個人倫理道德的延伸，把倫理道德的規範應用在商業情境中，也就是以倫理道德的觀點來分析商業活動中所發生的問題，探討企業的決策行為中，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企業倫理可以說是有關企業及員工應該遵守的行為規則。商業活動所指的並非只是單純的買賣交易活動而已。還包括了生產、分配、交易與消費的過程。所以，企業倫理的範圍非常廣泛，可以說是包含了所有的商業問題。例如在生產活動中，有關產品的安全標示的議題；在消費活動中，有關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的議題等，都是商業活動中和倫理道德相關的議題。葉保強（1995）把企業倫理的議題歸納為社會層面、企業層面、和個人層面（表2-1）。Walton（1977）是位對於企業倫理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提供如下的定義，可使吾人對企業倫理有更深入的瞭解：
1.  倫理，係指以倫理和正義為標準，以判斷人類行為舉止的是與非。
表2-1  企業倫理的議題
	行為層次
	倫理類別
	實質內涵
	相關利害關係人
	相關議題

	個人
層次
	內部
倫理
	工作倫理
	服從、效率、守紀、敬業、保密（資訊倫理）、誠信、廉潔、勤勉
	員工
	在商業環境中不同個體（如主管、股東、員工、消費者）的道德取向。

	
	
	勞資倫理
	人力資源倫理、員工福利及安全、員工生活之照顧、勞資關係、倫理領導
	管理者、工會
	

	組織
層次
	
	經營倫理
	規劃倫理、行銷倫理、遵守法律、遵守競爭規範、重視多數人福利
	股東、競爭對手、供應商、政府
	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不實廣告、產品安全等）。企業與企業的關係（壟斷、獨佔等）。

	
	外部
倫理
	客戶倫理
	誠信、良好的服務態度、熱誠的服務精神、不圖謀不當的利益、注重產品品質與安全、
	顧客、消費者
	

	社會
層次
	
	社區倫理
	不危害社區、回饋社區、不浪費社會資源、環境保護觀念
	社區
	企業與政府、社會的關係：企業是否應承擔社會責任。環保問題：跨國企業的倫理問題。
企業與員工的關係（員工權利的保障等）。

	
	
	社會公益
	贊助教育及藝術活動、社會慈善及回饋、社會責任
	慈善團體、社會大眾
	


資料來源：葉保強（1995）、徐木蘭、余坤東、沈介文（1997）以及本研究整理。
2. 企業倫理，將這些判斷標準範圍予以擴充，使其包含社會期望、公平競爭、廣告、人際關係的運用、社會責任的意義、顧客至上的程度等。而在企業倫理實務的應證上，余坤東（1995）以 Frederick, Post 與 Davis（1992）之調查實證研究提出企業倫理具一致性共識的議題，並加上其整理實務界之議題，所綜合之架構如表2-2。
表2-2  企業倫理之範圍
	個人工作倫理
	公司政策倫理
	管理功能倫理

	1.   利益衝突
2.   欺騙
3.   貪污賄賂
4.   挪用公款
5.   侵犯隱私
6.   歧視
7.   不負責任
	1.   員工之公平對待
2.   工作安全
3.   環境保護
4.   股東利益之保護
5.   社會貢獻
6.   不當投資決策
	1.   會計揭露不實
2.   財務交易不當
3.   不當之行銷手段
4.   資訊管理不當
5.   採購舞弊


                      資料來源：余坤東（1995）。
吳成豐（1997）則歸納國內外學者之看法，認為企業倫理的實施主要分成以下八項，可供相關研究參考：
1.  訂定道德準則。
2.  實施道德訓練。
3.  打擊不道德行為。
4.  主管檢視自我決策並監督部屬行為。
5.  回饋社會行為。
6.  改變組織文化（授權及擴大參與）。
7.  改善行政倫理。
8.  慎選新進人員。 

劉仲矩、羅新興、徐木蘭(2000)則提出企業倫理基本上是一種人際或群際間的行為規範，表現在企業管理者對待關係人的決策準則或管理哲學。綜合以上學者的推論可以知道，至目前為止對企業倫理的定義仍相當紛歧，不同的觀點及有不同的詮釋，亦即，企業倫理的觀念會隨時間、地域、民族性或文化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為幫助我們思考什麼行為是對的？什麼行為又是錯的？
因此Cohen et al.(2001)，試圖整合不同學者的觀點對企業倫理提出一個新的意涵。
1 公平主義(justice):指應公平對待每一個人。
2 道義主義(deontology):認為一樣行為必須要能符合其職責及義務，該主義是以行為的本身來看是否倫理，而不是以行為的結果來看，即使行為結果是好的，但是動機不對，此一行為也是非倫理的。
3相對主義(relativism):行為的對錯須視其能否為其自身的文化所接受而定，亦即，該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對或錯。
4 實利主義(utilitarianism):該理論認為只要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即是符合倫理。
5 自利主義(egoism):認為個人追求自身長、短期利益，即符合倫理的要求。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及觀點，本研究剖析歸納企業倫理大致涵括：員工倫理道德面、公司政策倫理道德面及管理倫理道德面等。
第三節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組織針對其位居其中運作的社會，為了保護和強化該社會所必須善盡的一套義務（Griffin,1999）。企業的社會責任之所以成為一項被關注的議題，應該是在 1960 年代以後才形成的。1960 年代以前，企業追求單一經濟目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1960年代以後，部分團體開始關切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是否受到企業的公平待遇，促使管理者在制定管理決策時，也開始考慮其對社會的衝擊與社會責任的問題。這些問題所牽涉到的企業問題相當廣泛，包括訂價、僱用員工、產品品質，以及設廠地點等林建煌（2002）。
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在法律規定與經濟運作之因素外，企業所做含有道德與倫理考慮因素的決定。企業在決策過程中，必須考慮它的政策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企業有義務做出有利社會的決定，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企業社會責任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陳光榮（1996）在「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倫理」一文中把社會責任分為八類，此分類可以說是包含製造、行銷、內部員工、環保及慈善公益等相關社會責任，頗值得參考：
1.  在製造產品上的責任：製造安全、可信賴及高品質的產品。
2.  在行銷活動中的責任：做誠實的廣告等。
3.  員工的教育訓練的責任：在新技術發展完成時，以對員工的再訓練代替解僱員工。
4.  環境保護的責任：研發新技術以減少環境污染等。
5.  良好的員工關係與福利：讓員工有工作滿足感等。
6.  提供平等僱用的機會：僱用員工時沒有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
7.  員工之安全與健康：如提供員工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等。
8.  慈善活動：如贊助教育、藝術、文化活動，或弱勢族群、社區發展計劃等。 Carroll（1995）更把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經濟、法律、道德、以及慈善等四個部份，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模型（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odel）（表2-3），此模型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將法律層面納入企業社會責任之中。
表2-3  企業社會責任模型
	慈善責任
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

貢獻企業的資源以改善生活品質。

	道德責任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除了法律的規定之外，企業的行為必須合乎公平、正義、避免傷害等原則。

	法律責任
Legal Responsibilities

1.
遵守法律的規定。
2.
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基法等相關法規。
3.
法律是社會對企業行為最低的要求。

	經濟責任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企業要致力於減少成本、創造利潤、帶動社會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Carroll（1995）
企業要盡其社會責任，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要對其利害關係人負責，而利害關係人則包括：
1.  企業員工（企業主要真心對待員工，而不只是遵循勞基法的規範）。
2.  企業的股東（企業要努力經營，使股東財富極大化）。
3.  企業的債權人（企業要避免財務危機及過大風險的投資）。
4.  供應商及顧客（維持良好的供應鏈管理及品質擔保、售後服務等）。
5.  社會大眾（避免造成環保問題及回饋住民等）及其他利益團體。 

由於這些利害關係人都會影響企業的營運和發展，因此，企業基於善盡社會公民的義務，必須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及觀點，本研究將社會責任歸納為企業對其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善盡應有之責任。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之區別及關連性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內涵容易造成混淆，然而有以下的區別。
Ferrell 與 Geoffrey（2000）就指出：很多人將「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混淆使用，但事實上，他們並不代表同一件事。當社會評估個人或團體決策正確與否時，它與企業倫理有關；而社會責任是個較廣的概念，關注整個企業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其又進一步的說明：企業倫理為決定商業行為是否可被接受的原則和標準。社會責任則是一個企業承擔對社會的責任，要將其對社會正面的影響發揮至極致，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Lussier（2000）認為社會責任是為所有關係人創造一個雙贏情況的自覺及努力。Ebert與 Griffin （2000）則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對待其他團體的行為方式，這些團體包括顧客、其他企業、員工及投資者。
在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連貫面上，吳復新（1996）把企業倫理的內容歸納為企業的同行倫理、企業的管理倫理、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Lussier（2000）則認為遵循 企業倫理的企業行為也常是善盡社會責任的表現，二者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
第四節  不同企業形成不同公司治理架構
 依據學者Whitley (1990,1991,1992,1994,2000,2006) 所建構與提倡的企業系統理論指出不同的企業體系蘊含著不同的企業營運系統。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企業系統或模式可適用於全球各地。根據Whitley所架構的理論體系基礎，學者Redding (2003)進一步指出，不同的企業系統亦會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架構。而最近，在相同的理論架構下，企業倫理學者Burton與 Goldsby (2005)亦提出類似之看法，他們指出，因東、西文化價值觀不一樣，其社會細緻的根基也各異，所以會產生不同的道德倫理傳統。而這種現象也反映在企業體系之中，亦即不同的企業系統，蘊含著不同的企業貪瀆模式、倫理觀及行為，因此，研究如何建構我國企業的反貪機制，則無法脫離對於華人企業或是我國企業經營特色之探討。綜觀文獻對華人企業研究所得之結論，可歸納出以下幾項特色:以關係為導向；人治色彩與家長式管理模式；以家族企業為主；重人情、講面子；信任「自己人」等。因此本研究之的目標即是在針對上述特色，研擬我國企業反貪之基礎架構。
第五節  企業從市場供需淡視「企業貪瀆」之危害
貪污的概念係源自於拉丁文“corruptus”，其本意是指「罪惡萬象」(image of evil) 含有濃厚的道德意涵於其中(Klitgaard，1988)。然而隨著專業知識的進展，對於貪污的定義及其內涵，也日趨多元。論者或以公部門職務之觀點(public office-centered)為出發，認為貪污是公務員基於私利而濫權之行為；或有從公共利益的角度(public interest-centered)切入，認為貪污是公務員為追求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或基於倫理道德觀點(ethic morality-centered)，認為貪污是公務員在道德上存有瑕疵的行為；或從市場取向觀點(market-centered)，認為貪污是一種供需均衡的商業行為；亦有從公共意見觀點為基礎(public opinion-centered)，認為貪污是政府菁英與政府官員共同認定不法行為(宋筱元，1989；Caiden，1994；Klitgaard，1988&1933；Noon，1984)。這種定義上的多元現象，固然反映了知識的專業分工，但也造成貪污研究上的紛亂。不過不可諱言的是，這些對於貪污的定義，均是建立在與公部門職務或人員有關的基礎上，換言之，對於私部門領域所存在的貪腐現象，似乎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就某程度而言，貪污是行為人違反其在法律上應遵守之倫理規範與行為準則，準此，貪腐不僅存在於公部門，私部門領域，特別是在企業組織方面所存在的貪污腐化問題同樣值得關注與研究。本研究計畫即是以企業倫理規範作為基礎，對於企業內部之貪腐問題加以深入研究，以期能針對企業之特性及營運模式，建構一套完整而有體系企業反貪機制與企業倫理規範。
第六節  常見之企業弊案類型
而根據過去研究顯示，實務上企業運作人士違背企業倫理最常見之不倫理行為包括賄賂、貪腐、欺瞞(例如：Robison, 1986; 1997; Yoshihara, 1988;  Mackie, 1992, 1998, 2005; Kao, 1993; Williamson, 1997; Backman 1999;  Lim, 2000;  Gomez and Hsiao, 2001; Kang, 2002; Handley, 2005; Imai, 2006; Lee and Oh, 2007)。以美國著名的安隆案為例， Donaldson (2007) 即一針見血地指出：「安隆案的潛在意義是商業道德不單是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一旦牽涉到大筆的財富，許多人就聽不下真理。投資者不願執行長發表負面談話使股票下跌，即使只是短期影響也不行。所以興起了吹牛的文化，自欺的文化。」Sange (2006) 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都不足以解決人心的問題。他認為，要想解決人心的問題，必須要「集體學習有關意願的修為」。具體的做法是：「誠實的看待自己的內心，在組織型的學習環境之中，知道如何順天應命，成就每一個人一生應該扮演的角色。」「學習不能一個人，遺世而獨立，應該以整體為念。」「思考時能以整體為念，則更能知覺到整體的存在。」，因此，由人性衍生出來以善念為本的企業經營系統及企業倫理規範，在當今弊案叢生、人性崩盤的企業環境中，將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指標。陳冠政(2007a,2007b) 以及Chen(2007,2008a, 2008b)針對華人企業之各類貪腐進行相關研究並指出，其根源主要在於人性的貪婪、慾念以及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衝突時所產生的行為。陳冠政(2007a)開創我國研究企業弊案之先例，他針對我國歷年來發生重大弊案之企業弊案要進行研究，分析歷年之68家重大企業弊案之判決書，將其弊案歸納為六大類型: (1)關係人交易/內線交易、(2) 不當政商關係操作、(3)提供不實資訊、(4)置個人利益於公司利益之上/家族利益於公司利益之上、(5)偏袒/任用自己人、(6)非正當權謀、權術的操弄。因此，綜觀國內外經營弊端之核心本質，主要為經營者追求自我利益之慾求大於公共利益，而非法規制度使然。由於受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而衍生出獨特之企業經營模式如人治色彩濃厚的領導管理模式，講究關係、走後門以及置個人或家族利益於公司利益之上，這導致我國企業貪腐之現象較西方國家較為嚴重，亦即我國仍待努力之處甚多。
第七節  不道德行為之防止
不論實務或學術上，不道德行為的防止不外從三方面著手(余坤東、徐木蘭，1993)，分別是 : (1)把倫理理念融入決策及生活細節中、(2)建立強化體制或反制措施，以鼓勵倫理行為而抑制不道德行為、(3)進行相關教育訓練以提昇道德水準。在倫理道德之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方面，學者們都同意：書面倫理規範條文(ethical odes)的必要性，但若無其他獎懲措施加以強化，則只是一種裝飾作用，不會對不道德行為產生規範作用(余坤東、徐木蘭，1995)。如前所提，Oz(1993)就發現有些資訊組織的規範並無獎懲規定。因此，一個有約束力的規範，必須確保組織成員都能接受適當的獎賞及懲罰。此外，Weller(1988)也指出倫理規範條文產生的方式愈民主、與傳統價值觀愈吻合，其規範效力也愈大。但許孟祥、黃貞芬及林東清(1996)認為：倫理導向之決策制訂強調將倫理理念融入決策及生活細節中，是從個人的內化來防止不道德行為，因此，最積極的作法是由個人的道德決策做起。
而在教育訓練方面，倫理是可以「教」的嗎？徐木蘭(1994)認為：單從倫理的研究著手並非有效的觀點，而從教學面切入探討是值得嘗試的手段。Kohlberg(1969)提出道德成熟度的觀點，指出道德水準可以藉由學習、訓練而獲得提昇。Matlab(引自Cardinali，1995)的研究也顯示，在受過正式倫理訓練的人中，有81.9%認為對價值觀衝突的確極有助益。
前述法務部96年「如何建構全民反貪網絡促進廉能政治」(謝立功、李宗勳、陳冠政等)較為整體針對反貪網絡各面向進行探討之研究案中，分赴全臺北中南東邀集政府代表、企業代表、社會團體代表與專家學者等舉辦四場焦點座談。該報告針對「建置企業反貪網絡」研提出幾項建議，其中不只是政府需展現出反貪之決心，建全國內反貪專責機構，尚需要企業及員工的全力配合，建立全民監督網絡，如此才能落實反貪機制，促進廉能政治。
第八節  我國企業經營特色－文化觀點之探討
從前面的文獻探討已經可以得知，不同的企業系統會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架構（Redding, 2003）。而Young等(2008)亦指出，每個國家在制定企業治理的原則與規範時，不能不針對各國或是各地區的特殊文化脈絡下來著手設計與制定相關政策，而原封不動的將單一的企業治理制度套用到所有國家上。而固有的企業治理理論與制度上的設計大多以西方的觀點來探討，其是建立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企業體制脈絡當中，而我國大多數企業乃為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狀況
故若欲在我國特有的公司治理架構下建立一個能夠符合我國企業的企業倫理守則，則不得不從我國文化的特殊性來著手。而分析我國特殊的文化脈絡，可發現由於深受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首先，台灣企業普遍是採家族經營Chen(2007,2008a, 2008b)。並且在領導管理的模式上呈現一股濃厚的人治色彩。除此之外，我國企業特色，將從以下幾點分述：
1、 相當重視「關係」
「關係」此概念是影響華人企業經營與管理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儘管可能會因為每個地區的方言差異因素，導致在發音上有輕微的不同(Chun,2005)，但「關係」這詞為華人社會裡最常被引用一詞，不僅在中國(Bian, 1994)、香港(Wong, 1996)具備的企業具有這樣的特色，台灣 (Kao, 1993; Numazaki, 1996; Chun, 2005)的企業也不例外。故可見關係一詞已是學界研究華人社群之共識，由此可見其對於華人社會的重要性(例如：Yang, 1994; Fei, 1996;  Pye, 1992; Redding, 1993; Hamilton ,2006; Chen,2008a, 2008b)。
而相較於西方社會文化下形成的企業體系，因華人社會法治系統的建立上較為不足與薄弱，故導致以華人為主的我國企業體系運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視關係。也因為缺乏可依賴的法治原則(Redding, 1996; Tan, 2000)，華人普遍對於所謂的「外人」較不信任。但對於同宗、同學、同事或同鄉等自己人，彼此之間關係網絡的建立就非常的緊密。而在企業體系的運作下也是如此，彼此生意往來，或是人才的任用，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關係」的基礎上；社會學家Fei (1996)便指出「關係」不只是文化的產物，也是華人社會中主要的組織原則，華人社會結構包含由多種社會連結形成的網絡和關係。故當經濟交易和買賣建立在這種信任的「關係」上，也有助於企業建立好信用和商譽、減少企業成本，以及提高企業交易保障(Pyatt and Redding, 2000)。但同樣的，也因為過度不信任外人，及高度的信任自己人，也常導致走後門行為的出現，或是置個人或家族利益於公司利益之上，也就是重視家族成員之間的私有關係甚於其他成員的關係建構。
李亦園(1978)便認為中國人重關係、講輩分，血濃於水的親情是私有關係最主要的關鍵點，也是最強而有力的羈絆。這些非正式的關係常常在企業內運作，而家族企業的業務擴張也必須仰賴這種感情的認同。而在企業成員溝通的方式上，也因為有了私有關係的觀念而有別於非家族成員。企業在管理的模式傾向於非正式的管理方式。且擔任組織的高階主管大多都是由家族成員擔任，因此彼此之間約束方法，就不會是制式、不講人情，反而是會先考慮私有關係的因素。
2、 重視人情與面子
面子，在中國代表一個人尊嚴和聲譽(Chen, 1995)。為維持階級地位需要做面子。做面子使人可信賴、增強關係，和保障資源(Hwang, 1987)。失去面子或廉恥會傷害個人地位和信用、受到外界處罰，和創造組織的不和諧( Redding and Ng, 1982; Chen, 1995)。
陳明璋(1988)便指出，東方人總是強調「人以和為貴」，但反言之，則為「家醜不可外揚」。有什麼問題發生一定是私底下解決，絕不可把糗事抖出檯面。這正好和西方企業公開公正的規定和處罰機制不同的地方。通常這樣做，表面上看似一片祥和，但是大家的心裡卻是各有各的想法，問題錯綜複雜，這也讓我國家族企業的經營實況往往和台下的真實面貌蒙上了一層神祕的面紗，為了隱瞞家醜以維持家族成員（甚或是企業其他成員）的面子，對於一些處理問題的方法，不是像西方般使用法律途徑或公開規章解決。故我國的企業內部常常有祥和和暗鬥的矛盾現象，此類特性的缺點是長期下來可能會影響著企業的發展和安定性。除此之外，當信任被破壞、信用或面子損失時，企業內部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就會被施壓約束，企業活動也因此滯礙難行(Tan, 2000; Lim, 2000)。
3、 家族利益勝過企業其他相關利害關係人
儒家思想重視「孝道」的觀念，造就華人順從權威和家長制度的統治(Redding, 1993)，要求將家族忠誠和家族利益放在最優順位(Chen, 1995)。因此，華人允許透過增加家族財富和財產、崇高的社會地位、確保穩定性和提拔後代，來維持父權家族系統。在華人社會，藉由儒家傳統，個體和家庭的關係是一致的。因此，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族，而不是個體(Redding, 1993)。
以Redding(1993, 1995)研究海外華人強調家族利益，原因來自於對移民階級感到不安。過去曾經歷社會動亂，海外華人傾向以利為主、賺錢是為保證穩定、改善社會地位和增加財務穩定，並且維護家族的長期利益。而缺少安全感，也引導家族擁有人只信任家族成員或對企業家長有強烈歸屬和承諾的員工(Whitley, 1991)。
而家族和企業利益基本上是互相衝突的（姚慧玉，1987)。根本上家族對企業就有不良的影響，致家族利益和企業利益是互相衝突。有學者認為個人職業生活的規範是客觀的，以專業內容為準；而個人的家庭生活規範是主觀的，通常以風俗感情為主，因此家族在分派工作時，常常會考慮性別、年齡，較少會依客觀的能力表現，這就可能影響到企業制度的理性發展。
另外，陳明璋(1988)也指出，國內企業的隱憂之一就是只肯信任與他們自己有緣分的人，在這情況下，造成員工僅能部份打入公司，往往背後暗藏著一種不被上司信任的感覺，員工無法發揮應有的潛力，甚至埋沒了優秀的人才，這也使我國家族企業無法坐大的原因；不僅如此，更所謂的「才不如親」，外人通常很少能在家族企業中因表現特殊，而獲得應有的獎勵。家族企業授權給家族成員較多參與重大決策的權限，如果外人想要進入權力中心，就必須與家族成員之子女結為姻親關係，不然易受排擠。
4、 家族對經營權與所有權的控制
   在華人社會中，企業為家族私有財產的一部分已是被廣為接受的概念（例如：Wong, 1985; Hamilton, 1998; Chen, 1999）。而在組織的形態方面，華人企業普遍是以家族企業為其主要的經營型態(周行一、陳錦村與陳坤宏，1996；葉銀華，民1998；Numazaki,1996; Whitley 1990; Redding and Whitley, 1990; Gomez and Hsiao, 2001)；此與西方企業普遍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的體制可謂是大相逕庭。台灣長期以來，不論大小企業，皆存在著家族控制的現象。
另外，在傳統上，華人家族企業之創辦人也同時會是企業之所有人，在企業經營方面多是採個人意志。而隨著企業版圖的擴張，這樣的經營風格，儘管會有些許改變，但仍會持續下去，因而不像西方採取對應的方式，所有人和管理者通常是分開的，華人家族企業在握有管理控制權的同時，也持有大部分的股權(Whitley, 1992)。在家族所有權的控制上，根據學者的研究發現台灣上市公司，家族持有大半股份的比例偏高，而且在董監事的組成上，家族色彩濃厚，普遍是呈現家族控制型態（Claessens 等，2000、翁淑育，2000；呂彥慧，2001）。Yeh 與 Lee(2001) 指出76%台灣上市公司由家族控制，而66.45%的董事會亦掌握在家族手中。Ching 等人 (2002) 更進一步指出，持有股權之家族成員實際掌握公司包括經營決策與董事會議程上的主導權力，故在這樣情況下，我國多數企業的董監事，基本上欠缺獨立性。而在經營權的控制上，許士軍與陳光中 (1989) 發現家族除了以持股的方式控制企業外，家族成員也會直接涉入企業經營，於是乎我們可以看見集團內的各子企業之高階經營團隊與管理者大多是由具有同一家族背景之成員來擔任。
另一方面，傳統家族企業的重要性，同時也反映在繼承上，並影響大規模家族企業的所有權結構(Redding, 1993).。在企業主退休之後，所有兒子擁有財產和企業經營的繼承權，而這些繼承者應該決定是否分割企業並且分道揚鑣，即分家,或者將家族企業的股權分割成較小的持股，分別讓每個繼承者經營所繼承部分的事業，且每個兄弟所掌管的是不同的事業別。像這類型的分家，代表沒有任何一個兒子會獨佔或是控制父親全部的事業，變成一個企業集團，而此企業也不會因為分家而解體。除了父子間的垂直繼承，同父異母的兄弟們之間的水平整合也能影響父子間權力的移轉，而且創造出不同母系的次團體 (Numazaki, 1996)。諸如此類的舉動將伴隨著實質資源控制的不穩定，因而阻礙了華人家族企業的成長(Redding and Whitley, 1990)。
5、 階級、權威
儒家價值觀確保家族穩定和大規模的社會和諧，也是儒家中心思想(Chen, 1995)。而關係是階級造成的。因此，個人角色是根據階級定義的(Bond and Hwang, 1986)。在儒家傳統依據階級來加以定義(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社會中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 (Fairbank, 1966)。
在每段關係中，長輩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當主要的關係忽略個體權利和平等時，符合對權威服從的合適行為是需要的(Bond and Hwang, 1986)，否則，社會和睦就會被危及(Wright, 1962)。Redding (1993)經由研究亞洲主管和員工的關係，進而定義出權威伴隨家長主義而來。家長式主義中有錢、有權力、有影響力，和受尊敬的人常常成為家族領導者或決策者。因此，當權力結構反映在組織結構中(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可發現強烈階級趨向可能和集權式管理的組織有相關性(Hofstede, 1988)。
楊懋春(1981)認為中國以父權父系的社會為主流，子女理當要對父親絕對的服從。陳明璋(1988)中國人又講求孝道，所謂「百善孝為先」，父母尊長的權威是絕對不容一絲絲的懷疑和否定。中國人的觀念裡只要是不孝的話，罪名是最重大，而權威性人格就建立在孝道文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國內許多家族企業的董事長與總經理同屬一個人擔任，這正表示著企業主的權威是絕對的。威權性的人格也有幾項特徵：
1.因襲慣例，遵循習俗。在面對父母或是長上，常常會不加批判的服從他們的權威，尤其是理想化的道德權威；但對下屬的態度就變得強硬。
2.對外人容易有敵意，甚至有攻擊行為。
3.重視權力、追求權勢。
4.具有粗強精神，不願也不喜歡表現纖細的感情，常有主觀、不理智及情緒化的行為。
5.常有「宿命」的觀念，有迷信的傾向，愛看地理、風水。
6.對於人事物想法偏於刻板，善惡分明、不易妥協、常有極端的理念。
7.不信任外界，容易懷疑他人。
8.反科學主義，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
這些特徵正是我國家族企業之企業主常有的人格特質，業主權勢高，領導部屬常常有副作用，而影響了企業內部的向心力。而Hofstede (1988)發現華人員工受儒家思想影響，在權利距離分數很高，個人主義分數很低。在高權利距離的社會，人被視為不平等的，也就是組織強調權力領導者的統制。低個人主義暗示團體是社會核心，比個人利益重要。
6、 家長式領導
Farh and Cheng (2000)指出，過去雖然有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少關於我國家長式領導的成份，但其主要是展現在施恩、樹德與立威三方面，而此三種領導作風也就是所謂的仁慈領導(benevolent leadership)、德行領導(moral leadership )以及威權領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仁慈領導是一種長期取向的寬容與保護行為，不僅限於工作上的寬大為懷，也會擴及部屬個人的問題與福祉；德行領導則是指領導者必須表現高度的道德操守或個人修養，特別是克己奉公、不循私、不濫用權力、與以身作則，以贏得部屬的景仰與效法；威權領導包含了「威服」、「專權」、「隱匿」、「嚴峻」、「形象整飾」、「分化部屬」、「貶抑部屬」及「控制」的立威行為，且強調領導者的權威是絕對的，不容挑戰(Farh and Cheng, 2000)。
第九節  建構企業反貪機制之建議與政府政策所扮演之角色
綜合以上所述，有鑑於我國企業深受我國特殊的文化脈絡與特性影響，本研究將在這樣的環境時空的架構下，並結合謝立功、史美強、葉一璋、陳欽春、李功勳、陳冠政等（2007）法務部96年「如何建構全民反貪網絡促進廉能政治」的研究，來對我國政府反貪機制的建構提出建議，期能提供我國政府一個符合我國文化的企業反貪機制。因政府在反貪以及企業治理的推動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政策的制定對於企業貪污有較為明顯的嚇阻作用。根據前述研究案顯示一般民眾與專家基本上對於政府的司法檢調單位的作為是具有極高度的評價；反而企業本身內外部自行建立的反貪機制，較不受到民眾及學者專家的重視，各項相關的研究數據皆落後於政府反貪機制。
故由此來看，政府應該持續以更積極，更強力的角色介入並制定相關的企業治理法規與反貪機制。除此之外，政府也應該積極設立專門負責反貪的機構與組織。且在成員的組成上應該積極網羅具了解我國企業文化的專家加入，配合法律相關專業人士與檢調單位，針對我國特有的企業文化結構來對症下藥，應可有效的針對我國企業的貪污手法做防治。而他們的研究案也已對政府在反貪的相關政策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反貪網絡管理機制之建立
如前所述，民眾對於政府在反貪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故本研究建議法務部應建立一個「網絡式」的反貪網絡之制度性管理機制。且法務部應該居此網絡的核心位置，並整合現有相關部門與既有機制，建立政府內、外部橫向夥伴網絡關係，使訊息快速流通，達到有效管理及整合的效果。除此之外，應定期召集相關的檢調單位、政風、會計與審計單位，透過工作會報的方式，定期開會來檢討反貪的策略與作法，加強整合，並在過去的基礎上加強改進。而會議所擬定的相關訊息以及政策內容，應發行反貪公報或是電子報，讓民眾與相關的學者專家更能夠了解政府目前在反貪上實際的作為以及進度，使其對政府的信心提高，政府在政策的執行也會更加順暢，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2、 從教育面著手 

誠如前述，余坤東、徐木蘭（1993)認為進行相關教育訓練是提升我國國民道德水準可採行的主要途徑之一，畢竟單從倫理的研究著手並非有效的觀點，而從教學面切入探討是值得嘗試的手段（徐木蘭，1994）。是故，政府應加強與學校的合作，從教育的管道向下紮根。畢竟從根本做起，透過教育教化人心，才能漸漸的改變反貪的惡習。
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在各級院校舉辦反貪腐的座談會，演講，或是相關的競賽（如演講比賽、文宣製作比賽、行動劇競賽等等），來促使反貪的概念向校園紮根，也可以藉此加強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提高民眾與學者專家對於政府反貪的信心。並且也可以透過具體的獎勵措施，來積極鼓勵各級學校開設企業倫理的相關課程，讓企業倫理的觀念深植於我國人民的一般學習生活裡。透過學校的教育，將反貪的相關概念與文章編進小學至高中的教材裡，由幼年即開始建構反貪腐的意識，在潛移默化之間，使民眾徹底的了解貪腐對於企業、社會、以及整個國家都有極為負面的巨大影響。
3、 加速公司治理機制之改革 

加強對於我國公司治理機制的改革，具體的作法為：獨立董監事應由政府主管機關指派，否則董監事徒具其形，多數時候未能達到貪污防止的功能。這也是長期文化因素使然，主要原因便在於我國企業的董監事均由企業的擁有者來任命，加以我國的企業經營模式乃是以講求「關係」為主，以及家族式的企業體系，短期內不易藉由自身的力量將其革除。
故政府在此方面的手腕應該更加的積極與果決。本研究建議應透過立法的手段，將獨立董監事改由政府主管單位，如金管會來任命，以達到企業內部層層相護與掩蓋的惡習。除此之外，政府應建立一個保護且具激勵的機制與機構，來多鼓勵企業內部員工檢舉。由於國人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尤其對於自己人的不法行為檢舉更是薄弱。因此強化國人的道德勇氣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精神，並透過具有吸引力的獎賞機制，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4、 國內外投資機構、跨國金融企業體系催化企業反貪
我國企業近年來的進步，已經使其發展的腳步逐漸邁向國際化以及全球化，故資金的募集也隨之趨向國際化。因此，國內外之投資機構與相關的金融單位，可透過對企業貪腐指標衡量的建立，針對其所投資或者是融資之企業進行貪腐程度檢驗，使企業在取得資金的同時也必須對反貪機制的建立有一定作為。除此之外，政府也可透過國內外的非營利組織，如國際透明組織等，與其合作或是委託其針對國內企業進行貪腐指標之研究報告，並定期公布結果，並將訊息公布，讓各大金融與投資機構及一般社會大眾來做為參考。
5、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觀念
近年來企業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必須同時兼顧到其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利益，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然我國企業經營的特色，常將企業視為家族本身之資產，此乃與倡導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有所矛盾及違背之處，因此，應該持續加強我國企業之社會責任觀念；且現今一個善盡社會責任的企業，其在競爭力與股東的支持度上面，也都會呈現正向的關聯。
6、 第四權－媒體
政府也多與媒體合作，多多製作宣傳短片或是開設帶狀性節目，強化反貪行銷，透過大眾傳媒的力量，使企業倫理與反貪的概念能夠深植國民的心中。除此之外，媒體也常常扮演了揭發我國企業貪腐之弊案的重要角色，使這些貪腐的企業經營者的惡形惡狀無所遁形。
公司犯罪





白領犯罪





　　　　　　　





職業犯罪








經濟犯罪








�  民國 69 年 10 月 17 日法務部頒訂「經濟犯罪之罪名及範圍認定標準」，尚無被害人數及金額之限制，直至 76 年，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始將被害人數、金額和侵害法益等列入認定標準中，而其標準係依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轄區之社會經濟狀況不同而有所區分。





